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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合理性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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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误读已经持续多年，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违反了民法体系强制的要求。普通动产

多重买卖规则作为一种与诉讼程序有着深度勾连的“个案调处规范”，与民事实体法应当适度分离，民法体系强

制不应介入这一特殊界域，对它的学术评价也不应借助于民法体系强制的要求。这一“个案调处规范”所处的与

程序深度勾连的环境，使得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观察只能在程序的历时结构中展开；在其具体的微环境中，不

得拒绝裁判的程序法上的强制与必须维系裁判与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使得作为司法实践理性外在形式的、排除

债权平等性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成为必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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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 号文件的实施已有 5

年多，学术界对其第 9 条所确立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

规则的消极评价至今仍未消除。质疑点有二：一是对

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剥夺；二是违反债权平等性原则。

然而，这些质疑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罕有学者对此

进行深入探究，司法实务界也几乎一同噤声。貌似正

确的质疑，事实上可能是违背常识的大棒。法释〔2012〕

8 号第 9 条创设了一种被锁闭在程序中的特殊规范，

可用“个案调处规范”①予以概括。它是基于漏洞补充

的解释方法而创建的“类实体法”规范，不具有实体

法通常所具有的普适性，同时与程序法存在深度的勾

连。对它的学术批评，若忽略了作为其背景的程序法，

忽略了基于个案调处而形成的“锁闭”状态，而试图

把民法体系强制直接对它予以套用，其结果只能是南

辕北辙。 

 

 

一、文献回顾：对普通动产多重 
买卖规则的持续误读 

 

法释〔2012〕8 号实施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自 2012

年 7 月至今，学术界存在对该法释第 9 条的持续反思

与学术批评。其中尤以 2012 年至 2015 年之间的批评

最具典型性。在 CNKI 上的检索显示，最早对该法释 

展开批评的是程啸先生，他于 2012 年年底撰文指出，

法释〔2012〕8 号所确立的那些标准违背了基本法理，

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无法实现起草者的初衷，

还会造成混乱[1]。2013 年刘保玉先生也发表文章批评

第 9 条第 2、3 款随意破除了普通债权之间的平等性，

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无法在债法制度中一以贯之[2]。

2014 年孙毅先生的观点有所突破，在原有的债权平等

性破坏论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侵害出卖人任意履行

权利的批评意见[3]。至 2015 年，李锡鹤先生针对同一

问题，又从上述规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法理对立

起来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4]。 

主流学术批评观点的发生，与司法实务界自身对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误读有着内在的关联。2012

年法释〔2012〕8 号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

曾就此发表过如何“理解与适用”第 9、10 条的实务

解读。这一解读首先解释了受领交付占有者优先的物

权法法理。继而梳理了解释论论证过程中的 4 种观点：

①出卖人自主决定说；②先行支付价款说；③合同成

立在先说；④买受人先请求说。对于出卖人自主决定

说，法官们解读舍弃该说的原因是该说可能放任出卖

人与个别买受人恶意串通。先行支付价款说和合同成

立在先说与法释〔2005〕5 号第 10 条的精神相吻合，

这是该两种学说得以采用的原因之一。对于先行支付

价款者优先规则，法官们的解释是：先行支付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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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标准是支付时间；在支付时间相同的情况下，以

买受人请求履行的时间的先后作为补充[5]。实务界的

这种解读，成为触发学术界批评的导火索。不知是有

意还是无意，实务界的上述解读都试图将司法审判中

的裁判规则引向实体法规则。例如，对于先行受领交

付占有者优先的解读，系从物权优先债权这一实体法

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否弃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问题，

则从出卖人与个别买受人恶意串通的角度出发。而对

于先行支付价款者说、合同成立在先说、买受人先请

求说，实务界的解读又显得十分含糊，似乎唯一可   

作为其依据的是在历史解释角度上存在的法释 

〔2005〕5 号。 

学术界的其他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也极为罕见。

在 CNKI 上检索的结果表明，仅在 2015 年《天津法学》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相关“法释”所创设的债权

顺位规则“在形式上”有违债权的相容性，但是宜视

为基于法院纠纷解决程序而衍生的实体规则，其作为

法官对待个案“同案同判”的审判标准，于审判环节

之外不构成优先债权现象[6]。“审判环节之外不构成优

先债权现象”的观点是极为重要的，它揭示了主流学

术批评观点的无针对性与盲目性。此类声音一方面自

身也不够坚决，另一方面影响微弱，因此对于主流学

术观点几乎没有起到丝毫撼动的作用。 

主流学术观点的出发点是民法的体系强制。民法

体系性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遵循实质意义上体系

强制的要求。即维持法律制度间价值取向的和谐。有

两条要求：其一，如无足够充分的理由，应当坚持强

式平等；其二，如无充分及正当的理由，不得主张对

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二是遵循形式意义上的体

系强制的要求。也有两条要求：其一，遵守形式逻辑

概念体系的科层制强制；其二，遵守以民法制度逻辑

相关性为基础形成的体系强制[7](12−16)。目前我国关于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评价的主流学术观点，不论有

无学术自觉，大都是以价值取向的体系强制为标准的。

所谓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破坏债权平等性原则的观

点，所依据的是强式平等的破坏；所谓其系对出卖人

自主决定权侵害的观点，所依据的是对民事主体的自

由进行限制或者排除。其核心观点是，依诚实信用原

则突破民法的体系强制要求，需要正当而充分的理由，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 号恰恰没有提供什

么正当、充分的理由。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透过法

官释法，通过新闻发布会宣称立法初衷仍在于维系诚

实信用的交易规范，但是在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形成

上却基本没有怎么进行论证。再者，学者们也普遍认

为，即便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调整民法的具体规范，也

应以不突破民法体系强制要求为底限。 

应该说，主流学者具有相当敏锐的民法体系维持

自发意识。然而问题是：民法体系强制能否突破民法

或者民法研究之界域？民法及民法研究，有其方法论

上的特殊性，体系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持方法论之底限，

以确保民法内部的价值、逻辑等能够自洽、和谐。若

将这一体系强制之要求延至民法体系之外，尤其是将

之延至民事程序的界域内，是否妥当，应需要进一步

讨论。民事程序有其自身的独特的体系性要求，这又

尤其以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和摆脱工具理性价值为

特征。主流学术观点多无视“个案调处规范”与民事

程序深度勾连，而将其视为纯属民事实体法内的事情，

未能看到在作为历时过程的程序中，出卖人自主决定

权的展开与渐变及其因果的关联，而抽象地认为，普

通动产买卖多重规则导致当事人自主决定权的丧失。

这是相当武断的，也不符合事实。同时，在对“个案

调处规范”的构造进行评价时，也忽略了这一规范体

系所处的诉讼背景。试想，在此特殊语境中，若对所

有买受人的诉请依债权平等原则处置，将出现何等荒

谬的结果？在多重买卖的情况下，债权平等原则主要

体现为“先到先得”的随机性，这一原则与出卖人的

自主决定权有着内在关联。而事实上，多重买卖之诉

的前提是出卖人不愿或不能为自主决定；普通动产多

重买卖规则的适用也以出卖人不愿或不能为自主决定

为条件。因此，既已进行多重买卖之诉，则债权平等

原则已经失去其适用的前提。法释〔2012〕8 号第 9

条适用的诉讼类别为普通的共同诉讼，同类诉请中所

有诉讼均处于在途状态，受普通共同诉讼的机制制约，

法院也不可能对涉案同类个别诉请实行“先到先得”

规则。再者，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诉讼，以买卖标的

物的经济上不可分为条件，若为可分，则无适用普通

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可能。例如，甲某一仓库的货物

分别整体出卖于乙、丙、丁三人，后乙、丙、丁同意

各取其中的一部分，此时即无适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

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诉讼的处分原则、法院科学行

使判决权原则(不得抓阄决定)等，也均限制了债权平

等性原则的适用。强行以债权平等性原则评价和要求

处于裁判语境下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恐怕不但

不合乎现实，亦将产生扭曲诉讼机制的不良后果。 

 

二、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是否 
侵害出卖人自主决定权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 号第 9 条第 1 句确

定了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适用的条件：出卖人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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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产订立多个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均有效；买受人

都要求实际履行。这说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只有

多重买卖合同的多个买受人均向法院诉请实际履行

时，才有可能启动，法院也才有可能适用“个案调处

规范”。如果某一买受人已经先行诉讼并获得法院支持

的判决，则基于既判力[8](17)，同一法院不得就同一标

的物对其他买受人的诉请再为矛盾或抵触判决，此时

构成普通的共同诉讼的条件不再具备，无适用此“个

案调处规范”的可能。同一动产的多个买受人均向法

院起诉要求实际履行的背景是什么？假如出卖人已经

向个别买受人为履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前提下，

这种履行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买受人买卖合同即已

不可能得到履行，只能向出卖人请求违约的金钱损害

赔偿。此时，买受人都要求实际履行的诉讼程序便不

可能合法启动，法院同样没有适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

规则的可能性。质言之，在诉前阶段，出卖人有充分

的意志自由，可以决定向合法买受人之中任一一人为

履行。即便未按照“个案调处规范”的顺位标准为履

行，其履行也是合法有效的。在买卖合同均为有效的

前提下，出卖人意志自由的边界在于：当其向合法买

受人之中的一人为履行后，即不能再向其他的买受人

为履行。 

出卖人不能或者不愿于诉前做出履行的决定并践

行之，是多重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诉诸法院请求实

际履行的前提。自被通知应诉到法院做出以出卖人向

买受人之一履行为内容的判决生效前，出卖人是否已

经丧失了自主决定权？根据民事诉讼的常识，只要诉

讼当事人未对多重买卖合同的标的为保全，则出卖人

在判决书生效前，可以就买卖合同的标的为处分。其

处分行为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是否已经进入诉讼。限

制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的保全措施，可能发生在诉前，

也可能发生在诉讼中。随着 2013 年民事诉讼法的修

改，法院被授予作出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

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保全裁定的权力，这对于法

院判决的实现和提高法院提供最终救济的充分性，都

产生了积极影响[9]。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诉讼中，

此种限制却非因多重买卖规则所产生，毋宁说，这是

所有因买卖合同涉讼被诉的当事人都可能遭遇的事

情。只要保全措施未采取，出卖人即使于二审期间，

仍可就其所有物为处分，这种处分行为也不能仅因与

第一审判决相抵触而无效。 

即便已经做出终审判决，终审判决的既判力也并

不能彻底杜绝出卖人为与生效判决相矛盾的处分。判

决的既判力对于当事人的限制一般性地局限于“禁止

当事人重复诉讼、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也包括禁止

当事人提出自相矛盾的诉求和主张，还包括禁止法院

做出前后自相矛盾的判决”[10]等，它对于出卖人对其

所有物为处分行为并无根本性的拘束力，不能据此对

出卖人的处分行为为无效评价。法律制度对于已为终

审判决后的出卖人的处分行为设置了外在强制，包括

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111

条第 1 款第 6 项规定的“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罪为其基础；《刑法》第 313 条将上述

罪规定为情节犯，并设定了有期徒刑、拘留或罚金的

刑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 313 条所规定的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予以明

确限定，但仍留下了空白；法释〔2015〕16 号第 2 条

对此空白予以明确，其第 3 项将“拒不交付法律文书

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情形确定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上述法释“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情形之一。司法实务与学说上对于“有能力执行”

的节点有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对于认定与本论题直

接相关的“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的情

节可谓息息相关。这些观点计有诉前说、“诉始说”、

宣判说、生效说、“执始说”等，以生效说为通说[11]。

假如遵循生效说，则从判决书生效时起，出卖人如为

与判决书矛盾的处分行为，致使其无能力履行判决书

交付指定财物的判决，将使其面临被指控犯有“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危险。然而，“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并非专为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而设，只要陷入

诉讼而被判决履行特定给付义务，不予履行者均有涉

罪的风险。 

在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之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出

卖人对其所有之物，可能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

失去自主处分的权利。此亦为所有涉及诉讼的被告可

能遭遇的情形。尤其关键的是，依法理解释，即使已

经进入执行程序，在涉诉的普通动产被强制执行前，

出卖人仍有可能对其为处分行为。例如，将其向被判

决履行对象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为清偿。由于这种处分

行为并不违反实体法规则，因处分行为而受清偿的债

权人，其对出卖人处分行为的受领有实体法上的权利

为支撑，这种受领也是合法有效的，故处分的结果无

法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回转。 

如果主流学说中所认定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

对于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的侵害，是指诉讼程序对于

其自主处分权的限制，至少有一半是违背常识的，还

有一半是错误的。之所以说一半错误，是指即便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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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买卖陷入诉讼，在判决生效前后，出卖人的自主决

定权并未因多重买卖而受到什么约束或者根本性的约

束；之所以说一半违背常识，是指出卖人的自主决定

权在诉讼中所受到的限制，与其是否为多重买卖无直

接关联，而系诉讼中作为被告所常遭遇的情事。例如，

因保全而使自主决定权受限制，判决生效之后其自主

处分权受到外在强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因强制执

行受到限制或者强制，等等。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一

点是，依据诉讼程序规则而存在的出卖人的处分权及

对其处分权的限制，均非只针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

出卖人，而系针对所有类似情景而设。如果要从这一

角度指控多重买卖规则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侵害，

确属空穴来风；假如确要做如此指控的话，不如指控

诉讼程序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侵害，建议取消诉讼

程序。 

 

三、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是否 
侵害债权的平等性 

 

面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之买受人的实际履行诉

讼，法院最大的困境是：不能拒绝裁判而将这一难题

抛回给出卖人或者买受人。有学者指出，面临一个不

受既有法律规范调整的案件时，法官有几种选择：坚

持或遵守法律；偏离法律；使自己从这个案中脱身；

辞去法官职务[12](20)。很显然，选择从案中脱身或者辞

去法官职务都不是一个尽职的法官所应为的行为。西

方法谚“法官不能拒绝审判”，所指虽然为法官，其实

也同样指向法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1 条规

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

法理。”根据 “审判官不得藉口于法律无明文，将法

律关系之争议，拒绝不为判断，故设本条以为补充民

法之助”[13](1)的立法理由，该条的主要目的似为避免

法官不能审判局面的出现。 

我国《民法总则》第 10 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无规定时，可以适用习惯，但以

习惯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为限。在《民法总则》实施

以前，我国民法规范仅有《物权法》第 85 条明文规定，

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当地习惯”处理

相邻关系。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我国法院处理民事纠

纷，要么依法律，要么依习惯。在没有现成的法律规

则或者习惯作为裁判依据时，鉴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在《立法法》框架下的释法权，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释法，或为法律解释，或为漏洞填补，法院可以

获得基于“法理”的释法行为所生成的规则支援②。而

在确乎无具体法律规则可为依据的时候，鉴于民法所

定原则的弹性，法院依然可以有所作为，而不太可能

落到无法可用从而不得不拒绝审判的境地。 

对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之买受人的实际履行诉讼

这种普通的共同诉讼，在无法律、无习惯可为裁判依

据的情况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透过司法释法，通过

漏洞填补的方式为司法裁判提供规则依据。司法释法

的漏洞填补，应以合“法理”为条件。然而，对于应

当符合何种“法理”，实务界有实务界的说辞，学术界

有学术界的评价。实务界的说辞，最为典型地体现在

2012 年 6 月 5 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的新闻发布稿》中。在该新闻发布稿

中，孙军工将动产多重买卖规则宣称为“坚持诚实信

用和公序良俗原则制裁失信行为”的结果；而学术界

的评价，则主要体现在盲目的批评性的言论之中。 

按照上述新闻发布稿的内容，动产多重买卖规则

制定的目的，在于依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限

制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这种过于夸大的宣传行为产

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引导了学术批评的路径，使得

学术批评误入歧途。通过上文对程序制度的描述，可

以看出，真正对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起一定限制作用

的是程序上的判决环节以及与判决环节直接相勾连的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与判决的强制执行制度，

这与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无直接关联。诚实信用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也与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本身没有直接关

系，而更多地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宏观目的相关联(《民

事诉讼法》第 2 条)。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作为“个

案调处规范”，所体现的乃是实践理性，与依据诚实信

用原则突破民法体系强制无关。它是一个锁闭的规范

空间，与实体法上的权利顺位没有直接的关联，同时

由于合同所具有的私密特性，对诉讼这一特定时空之

外的生活空间的法律秩序产生的实质影响应该极少。 

在“个案调处规范”这一锁闭的空间范围内，债

权之间的不平等是必然的。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实

际履行诉讼中，法院无论为何种裁判，终不免陷入将

买受人分为三六九等之尴尬境地。法院不可能将出卖

人出卖之物判给全体买受人，而只能判与买受人之一，

无论是依多重买卖规则而判，还是完全交由法官自由

裁量，其结果都是，没有被判得出卖之物的买受人陷

入低人一等之境地。相对于可以依裁判的强制力实行

的债权，其他债权似乎也因裁判之故而处于劣势的地

位。既然如此，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使得此类裁判

完全陷入无序，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如设定规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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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而判。 

学术界批判现行裁判规则所设顺位不符合债权平

等原则，那么将这一顺位完全颠倒或者完全打乱，是

否就能够符合债权平等原则？例如，将未受领交付占

有、未支付价款的后订立合同的买受人升至第一顺位，

是否就符合债权平等原则了？恐怕对此更加难以达成

共识。当然，也并非真的没有实现债权之间完全平等

的办法，但是问题是，这些办法或许将突破诉讼程序

制度所能允许的限度。例如，将出卖之标的物判给全

体买受人共有，或者判决出卖物归出卖人本人，由出

卖人对全体买受人按所受损害予以赔偿，如果出卖人

无能力赔偿所有买受人，则依申请转为执行分配程  

序[14](334)。又或者，法院通过抓阄或者占卜等方法来确

定出卖人向何一买受人为处分，等等。这些做法似乎

都可以在诉讼程序中实现债权平等性原则。但是，将

出卖人之标的物判给全体买受人共有，或者将全体买

受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全部转换为金钱损害赔偿请求

权，不仅可能与买受人要求实际履行的意愿相违背，

也违反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15](56−57)。采用抓阄或者

占卜等方法似乎与债权平等性原则所体现的随机性暗

合。但是，一方面，如果能通过抓阄或者占卜解决问

题，买受人或许无须通过诉讼解决，另一方面，作为

人类文明标识的民事诉讼等审判制度，素以科学性与

祛魅为其特性，若将抓阄或者占卜等方法引入裁判之

中，不仅显得粗鄙、不科学，也与诉讼制度能够提供

的可预测结果的普遍性的法律原则相违反。 

自抽象的规范角度分析，债权之间的关系是绝对

平等的，这是形式主义的平等，也是机会主义的平等。

而从生活事实的角度观察，无论是通过法院裁判还是

通过出卖人的自主履行，其结果都是不平等的。适用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做出裁判与普通出卖人确定向

某一债权人履行的结果是相同的，两者都将造成某一

债权人因此优先获得履行，而其他债权人处于劣势地

位惨遭淘汰的结果。由此，抽象的规范世界与具体的

生活世界的差异得到揭示，立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践理

性的差异也得以呈现。所不同的是，法院为维护裁判

与法制的统一性，需要依多重买卖规则为裁判，而出

卖人虽然受道德约束但是完全可以任性而为，这一区

分是司法实践理性与个人实践理性之间的区分。司法

实践理性是一种规则的、制度的理性，而个人实践理

性是一种行为理性。当然，并不能完全排除司法实践

中，因法官个体因素，比如其独特的认知风格而影响

司法裁判的可能性，但通过制度化的干预与程序控制，

可将发生不良影响的几率降至最小[16]。 

从体系性的角度看，由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所确

立的民法物债二分体系，因债权平等性而得以确立其

区分性的标识。通说认为，物权之间是不平等的，而

债权之间是平等的。如果债权如同物权一样，亦是不

平等的，则物权与债权无法区分，物债二分体系将无

从确立，民法的体系性将被破坏无遗。然而吊诡的是，

进入裁判阶段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案件，法院于裁判

时，依实践理性，必须确立多个债权之间的顺位规则，

并依此为裁判。这一处于“个案调处”语境下的“债

权不平等”规则，是否确如某些学者所言，破坏了民

法的体系强制？这取决于该规则体系是否具有实体法

上的效力。也就是说，在实体的交易之中，如果存在

普通动产的多重买卖，出卖人是否必须依此规则体系

为处分行为？如果出卖人未依此规则体系为处分行

为，该处分行为的效力是否将受到影响？如果答案是

肯定的，则可以断言，法释〔2012〕8 号的第 9 条的

确破坏了民法的体系性；但若答案为否，则基本可以

确定，这一规则体系只是被锁闭在程序之中，并无实

体法的效力，对于民法的体系性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事实上，依常识即可判断，法释〔2012〕8 号的

第 9 条仅在共同诉讼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才有适用

的可能性。在实务中，如果出卖人将某一动产分别向

甲、乙、丙、丁出卖，其中对甲为所有权保留、乙已

经付清价款、丙与丁只支付了价款的 50%，但是出卖

人最终将动产的所有权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移转于

丙。此时，如无特殊情况，丙即可以依据指示交付取

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其他债权人即便向法院起诉，法

院也不能够依法释〔2012〕8 号的第 9 条，以违背债

权顺位规则为裁判基础，判决出卖人向丙移转所有权

的处分行为无效。此外，恰如前文所述，即使在诉讼

过程中，出卖人对涉诉动产为处分行为，亦不能仅以

进入诉讼程序为由，尤其不能以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

序为由，判定该处分行为无效。当然，对于违背法释

〔2012〕8 号的第 9 条的行为，其他债权人并非完全

没有法定的救济方式可供援用。在特定情形下，其他

债权人可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17]，或者在符合

“故意背俗”损害他人债权的前提下以侵权法上的恢

复原状的方式获得救济[18]。但是这种讨论已经超出了

债权平等性的话题范围。 

 

四、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锁闭” 
状态的体系证成 

 

作为与实体法隔离的“锁闭”状态中的普通动产

多重买卖规则，就其本身具体的微环境而言，已经形

成一个债权之间的优先顺位系列。 



法学研究                                 雷秋玉：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合理性证成 

 

77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 号第 9 条只有 1 款 3

项，对其进行体系解读的关键是要准确解读该条的第

一句话：“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

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

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这句话的主要

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适用的关

键条件是买卖合同均未得到履行。如果已经得到履行，

已发生所有权的变动，则不适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

则这一“个案调处规则”，而是应当适用“物权优先债

权”或者“善意取得”等一般物权规则。学术界对此

存在误读，这一误读也影响到了对特殊动产多重买卖

规则的正确理解[19]。 

以此为基础，可以正确理解该条的第 1 项即“先

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的真实意义。在买卖合同均未得到

履行的前提下，即使先行受领交付，由于欠缺物权变

动的合意，徒具占有之外在形式，例如所有权保留的

买卖合同。于此情形，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法

院确认其拥有买受物的所有权的真实意义，在于借裁

判权强制出卖人为处分行为，以完成“履行”，实际方

式或许表现为买受人按照法院指定的方式付清款项，

实现占有与“所有权”的统一，而非请求法院确认已

经存在所有权。此情形下的受领交付占有的只能是多

数买受人之中的一人，而不可能是数人；所为的交付

也只能是现实交付或者指示交付，占有改定在本条的

语境下是没有意义的。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释法，

似将该项规则排除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之外，但

笔者认为，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这一狭窄的范围内，

这一规则仍有其实际意义。 

支付价款纯以时间为标准，而不以支付价款的比

例为标准，可以避免支付价款比例相同情况下出现无

解的状况。至于为何将支付价款者优先的标准置于占

有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给予解释，交易推进的

进程应是被主要考虑进来的因素。正常买卖合同的交

易进程，始于合同的订立，进于付款，而止于交付。

换言之，随着交易进程的发展，买受人一步步接近最

终的目的，距离取得所有权的目的越来越近。上述法

官释法中将请求履行的时间先后作为支付时间在先规

则的一个补充，合理的解释应是考虑到了买受人积极

行使权利的态度。这种奖勤罚懒的规范配置观念在民

法中并不鲜见，例如诉讼时效制度。由此可以确定，

法释〔2012〕8 号第 9 条的第 2 项所列顺位有其合乎

生活逻辑的正当性。以合同订立的时间标准为最后顺

位，在这逻辑框架内有其体系上的妥适性；而在更为

微观的范围内，订立于不同时间的买卖合同也将因订

立合同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一个顺位系列，这一微观

范围内的顺位系列的合理性何在，恐怕只能依“先到

先得”规则予以解释。 

故就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 号第 9 条所确

立的顺位标准的内部结构而言，各条标准之间存在确

定的逻辑关联，而非任意的排序。距离所有权的远近，

是各条标准排序的内在尺度。受领交付占有与所有权

的逻辑关系最近，排列第一顺位；先行支付价款的债

权距离所有权的逻辑关系稍远，排列第二顺位；既未

受领占有又未支付价款的债权距离所有权的距离更

远，排列第三顺位。在更为微观的范围内，先行支付

价款的标准因其在可操作性上优越于支付比例标准而

得以确立，作为先行支付标准的辅助标准的先请求履

行标准则因奖勤罚懒的民法观念获得其正当性；合同

成立时间的先后在内部再行排序，因“先到先得”的

生活观念得以解释。这一标准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

是一方面考虑到了标准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各

个标准之间互不串连，在“个案调处规范”这一锁闭

的空间内，逻辑上完全能够自圆其说。 

以上第三者微观叙事式的解读似乎合情合理，从

文化解释的角度看，虽然我之饶舌只不过是模仿他人

的“眨眼”，但毕竟这是通往“深描”的精心策划的知

识性努力[20](6−7)。借由这一“深描”所形成的理性图

景，可以基本确定，最高人民法院所确立的普通动产

多重买卖规则，或许是诸多可选方案中，较为可取的

方案。在法学批评上，只破不立，是较为容易做到的；

既破又立，并确能提供一个能达成共识的方案，则更

为难得。目前学术界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尚无较之现

有方案更为科学的方案，且目前提出方案的也仅孙毅

先生一人。 

按照孙毅先生的方案，一个普适性的多重买卖规

则应当包括 5 个层次的标准[3]：物权优先债权，已处

于物权取得途中的债权、出卖人的选择、合同对价充

分性与安全性的考量、法官衡平裁量。对此方案评价

如下： 

第一，处于第一顺位的“物权优先债权”与第二

顺位的“已处于物权取得途中的债权”标准，彻底颠

覆了法释〔2012〕8 号第 9 条第 1 项与第 2 项所确定

的规则。这首先是一种误读，即将法释〔2012〕8 号

第 9 条第 1 项“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

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意义误读为“物

权优先于债权”。其次，选择“已处于物权取得途中的

债权”作为顺位标准，可能因处于这种状态的债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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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而使得顺位的选择功能丧失。 

第二，孙毅先生方案中的前三个标准有可能陷入

循环的怪圈。例如，在所有权保留的买卖中，出卖人

在买受人未付清全部价款的情况下，通过指示交付的

方式，也可以完成对第三人的交付，而无须依赖买受

人的现实交付，即可完成标的物所有权移转[21]。这一

观点在现行法上有《物权法》第 26 条所规定的指示支

付规则的支持。学者中也有持相同观点的，如有学者

认为在解释论上，指示交付无需通过合法占有人也不

必得到其行为支持，就可以完成交付，实现动产所有

权的移转[22]。因此，第三人善意取得，即便在所有权

保留的情形下仍有可能发生。当法院考虑到“出卖人

的选择”时，出卖人对所有权保留买卖中的出卖物所

有权处分与指示交付，将使得依出卖人的决定所发生

的所有权变动跑到已处于物权取得途中的债权之前，

此时“出卖人的选择”事实上已经转换为“物权优先

债权”。 

第三，该方案中的“合同对价充分性”有可能与

“已处于物权取得途中的债权”相互串连。因为对价

如果充分到一定程度，其实质可能是期待权的发生。

对此日本学者赖泽尔教授所提出的俗称“削梨说”的

学术观点应可提供适当的解读。“削梨说”的学术观点

有不少拥趸，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铃木禄弥先生。按

照“削梨说”的学术观点，物的所有权随着价款的支

付而逐渐转移，已经付清价款者在一般人的眼中就是

物的所有权人[23]。这一法理尤其可见证于所有权保留

买卖合同中。在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中也可以觅到其

踪影，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

偿权问题的批复》中所确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不

得对抗已经支付了大部分或者全部价款的购房人的  

规则。 

第四，该方案中的合同对价的“安全性”及“法

官衡平裁量”标准，将给普通动产买卖合同的最终诉

讼结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并最终危及到其所

提倡并作为体系根基的债权平等性原则。 

第五，孙毅先生对于法释〔2012〕8 号第 9 条的

法律地位缺乏清晰的判断。作为“个案调处规范”的

第 9 条的适用前提是出卖人不能或不愿为处分，法院

从而不得不为裁判。就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限制，目

前实务界的通说是生效说，即在判决生效后，出卖人

的自主决定权受到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拒绝执行

判决、裁定罪”的威吓以及强制执行程序。而将“出

卖人的选择”纳入方案中，是方案最失败的地方。 

总之，孙毅先生提出的顺位方案虽然以“与我国

独特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相协调，与债权平等原则相

统一，树立自由竞争理念，尊重出卖人任意履行决定

权”为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事实上是给予了多重买卖

规则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物权优于债权”纳入

多重买卖规则体系本身就是一种体系入侵行为，“尊重

出卖人任意履行决定权”的提法也与多重买卖规则的

制度目的相违背，“与债权平等原则相统一”不仅不可

能做到，事实上其方案的现状已经与此目的背道而驰。

较之平实的、立足于实践理性，基本能够确定其体系

地位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 号第 9 条，该方

案难以称得上更可取。 

 

五、结语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是一种与程序的实践理性

有着内在关联的“个案调处规范”，是一个相对“锁闭”

的与民事实体法隔离的制度空间。主流学术界用民法

体系强制中的出卖人意思自治、债权平等性原则对其

横加鞭挞，显得不够理性。民法体系强制应当局限于

民法的范畴之内，强行越界而介入“个案调处规范”

已经造成了持续 5 年的知识性误读，不应再继续进行

下去。作为“个案调处规范”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

则与程序既然有着深度的内在勾连，那么就应当从程

序的历时进程中观察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的现实状

态，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排除

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就普通动产多重买卖具体的内

部微环境而言，不得拒绝裁判的程序法上的强制，与

必须维系裁判与法制统一的程序法的内在要求，使得

作为司法实践理性的外在形式的、存在顺位排序的普

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成为必然之选。虽然它与抽象的

实体规范的债权平等性原则不符，但在“个案调处规

范”这一微观的“锁闭”界域内，有其当然的正当性。 

 

注释： 

 

① 参见崔建远：《个案调处不等于普适性规则——关于若干债法

司法解释的检讨》，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此处

借用崔建远先生文题中的“个案调处”。 
②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作为“个案调处规范”的正当性，乃是

基于法律的漏洞填补。若已有法律规范，则最高人民法院只能

为狭义的法律解释，而不能为漏洞填补。法律漏洞有规范漏洞

与规律漏洞之分，规范漏洞指具体的规范本身不完全。规律漏

洞，指特定的法律完全不存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产生的

法律背景，乃是规律漏洞。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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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ication of the rule for ordinary chattel multiple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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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rule for ordinary chattel multiple sales have continued for several years. And 

academia thinks that the rule violates the compulsive requirements of civil law system. As an equitable rule, the rule 

retains deep ties with litigation procedure, bound to be separated moderately from civil substantive law. And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nterfere into the special realm or to carry out academic evaluation by means of the systematical 

compulsiveness of civil law.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equitable rule links litigation deeply, makes it necessary that 

the observation of autonomy of the seller should be executed within diachronic structure of litigation. In its specific 

micro environment of litigation, to accord with the compulsiveness of procedural law that the judge should not refuse 

judgment and the intrinsic demand to keep unification of judgment and legal system, the rul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ecessary choice even though as an external form of judicial practical reason, it expels the equality of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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